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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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地方政府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探究区位导向性政策——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熵平衡基础上的双重差分方法对开发区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开发区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区内企业创新；（2）地方政府效率越高、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3）开发区政策对民营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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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place-based policy: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zones(DZs) policy on firms innovation. Using Chinese firm-level data from 1998 to 2009, this study adopt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based on entropy balancing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Zs and firms innovation. We find that policies of DZs in generally do improve firms innovation. Further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efficiency makes DZs policy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firms innovation; DZs policy is more effective in the sample of private firms and Low-and-Medium-Tech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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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作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政策的延续，我国于1984年开始了开发区政策的实践[1]。开发区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区位导向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y），其实施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发展过度依赖于政策优惠和投资拉动，导致开发区内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创新效率低下，阻碍了开发区和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4]。随着“特殊区域特殊优惠政策”的消失，开发区由于政策优惠带来的体制优势正日益弱化，并且政策驱动的发展模式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下更加不可持续[5-7]。在经济新常态和新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更加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创新驱动，这一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依赖在开发区的发展中体现的更为迫切[8-9]。
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开发区实践中暴露出的技术创新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国开发区政策在实施的30余年来，始终将企业创新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国家层面开发区政策的关键词中更是进一步突出了企业自主创新、高新技术与产业化等创新发展倾向[10]；相应的，各地方开发区也纷纷将“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技术自我创新和利用”作为其发展和转型升级战略的重点[9]。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开发区企业创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开发区内企业创新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开发区政策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并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持“促进论”的观点，认为开发区有利于微观企业的发展，认为开发区能够通过使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以及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弥补了企业创新的正外部性，从而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0-11]。而全要素生产率体现了企业的整体运行效率，本质上是对已有产品生产效率提升相关的成本的降低，可以将其理解为企业的流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12]。因此，开发区总体而言促进了企业创新。
然而也有学者持“抑制论”的观点，认为开发区不仅未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甚至对其产生了抑制作用。郑江淮等[13]利用2005年对江苏省沿江开发区内24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各地方的开发区通过政策优惠的竞争进行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进入，而对投资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纷纷对企业过度补贴，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削弱了企业家创新投入的动机。袁其刚等[14]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统计年报》中企业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国家级开发区（包括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考察期内，国家级开发区已无法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一影响存在地区和行业的异质性。吴一平等[15]将开发区政策视为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主要手段，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开发区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开发区以财政补贴为代表的大量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的作用更为显著。
不论是“促进论”还是“抑制论”的学者们，均将开发区政策的实施和管理的主体——地方政府视为同质的，然而现实中，各地方政府在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异质性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16]，进而表现出同一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未将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纳入考量，可能是导致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我国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设立并负责实施，这为本文研究政策实施主体的异质性对开发区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提供了空间。
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地方政府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对开发区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将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纳入考量，对开发区政策的有效性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而已有研究将政策的实施主体——地方政府视为同质的，并未考虑地方政府行为的异质性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其次，深入探讨开发区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开发区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仍然缺乏更为深入的分析。
2   研究假设
2.1 基础性研究假设
开发区主要通过两个理论机制影响企业创新：

一是开发区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发展所需的便利条件，激励了企业创新。首先，企业在进入开发区后，能够获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创新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有效地降低了创新面临的高风险，因此对入区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激励作用。其次，进入开发区的企业还可能获得大量有利于发展的便利条件，包括高效、周到的行政服务（如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等等），以及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等[17]，有助于企业分摊创新的成本[18]。第三，上述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吸引了更多企业进入开发区，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创新[19]。
二是开发区内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首先，开发区通过政策优惠吸引企业在地理上集中所形成的共享与规模经济效应，能够促进中间产品供应商、上下游企业、劳动力在开发区内集中，这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交易成本、雇佣成本等等[20]，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节余能够投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创新活动中。其次，开发区内的产业集聚降低了上下游企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从而缓解了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21]。第三，开发区内企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为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不仅降低了企业学习与交流的交易成本[22]，而且提升了企业搜寻、评估、整合与利用外部知识和信息的动力[23]，激励企业进行创新。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1：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实施的开发区政策能够促进该区域内的企业创新。
2.2 地方政府异质性假设
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有赖于完善的市场机制，还需要依托于有能力的政策实施主体——地方政府。政治学发展型国家理论将国家（政府）的能力视为产业政策之外的另一个核心要素，认为凝聚高效的官僚体系能够有效地将产业政策落到实处[24]。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将政府能力进一步划分为政府的政策能力、实施权威和运作效率[25]。在本文中，开发区政策由国家制定，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政策如何有效地实施”。政治学和管理学都认为政府效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的，作为政策实施的主体，政府运作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发挥[26]。政府效率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能力的体现，包括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务、消除或减少市场失灵、解决外部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27]。运作效率越高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有能力为开发区内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提供良好的研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弥补了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政策租的配置方面更加高效合理，更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激励了企业创新。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2：地方政府效率越高，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越大。
2.3 地区异质性假设
实施产业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的不完善[12]，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互替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腾飞是建立在不断深化的市场化进程与深度且持续的政府干预交织影响之上的[28]。作为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主要手段，开发区政策的有效性同样体现在其与市场力量的互动中，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促进作用的实现。这可以从政策优惠与产业集聚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1）企业就能够在更公平的环境中获取开发区内的政策优惠，降低这一行为的交易成本[29]，而且弱化了企业通过寻租等方式获取政策优惠的动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超额利润，强化了开发区内企业通过创新活动进行自身能力建设的动力；（2）企业获得开发区内政策优惠所释放出的有关企业质量的信号就更加真实有效[30]，市场力量能够根据这一信号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资源流向效率更高、创新性和成长性更好的企业[26]，从而激励企业创新。另一方面，较高的市场化程度：（1）意味着地区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市场化的中介机构较多，要素资源的空间分布更合理、分配的效率更高，因此能够加快开发区内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从而促进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31]；（2）政府对资源和技术流动的干预较少，这能够促进开发区内企业之间先进技术的跨地区流动和扩散，从而激发区内企业创新[32]；（3）市场经济较为活跃，这反过来又能够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开发区采取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政策，进一步促进开发区内的产业集聚[33]。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3：地方市场化程度越高，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越大。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目前除了经济普查数据库之外可获得的最大的企业级数据库，但同样也存在如样本匹配、指标缺失等问题[34]。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借鉴Brandt等[35]的方法，将1998—2009年共12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年内匹配，合并成面板数据，并对行业代码进行了调整；同时，参考已王永进等[36]的研究，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与清理。本研究的样本最终包括了2 158 312个观测值，共590 298个企业（非平衡面板），涵盖了74个制造业行业（二位数行业）。
对于开发区企业的识别方法，本文借鉴陆铭等[1]的研究，如果企业地址信息和名称信息的文本字段中出现表征开发区的字段（如：“开发”“工业园”“工业区”“园区”“高新”等字样），则认定该企业为开发区企业。
3.2 研究设计原理
本文关注的是企业进入开发区后在创新绩效方面发生的变化，因此首先需要识别出企业进入开发区后导致其创新绩效发生变化的原因。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以下3方面：首先，是企业进入开发区后，在开发区政策的影响下形成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其次，是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形成的变化，也即企业的“时间趋势”，包括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等等；第三，由于企业自身特征不同而形成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组间差异”。
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方法能够将政策“处理效应”分离出来，在政策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7]。本文使用该方法，将2003年及之后年份“企业进入开发区”作为本研究的“处理效应”。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2003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开发区清理整顿，我国开发区内的优惠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开发区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38]，因此能够更好地识别出开发区的“处理效应”。进一步的，构造本文的处理变量D={0,1}，当D取值1代表处理组（2003年及之后年份进入开发区的企业），D取值为0时代表控制组（始终不在开发区内的企业）；同时定义处理期的界限为2003年，构造虚拟变量T={0,1}，进入处理期后，T取值1，处理期之前，T为0。本文关注的是企业进入开发区的“处理效应”，因此用处理变量和处理期的交互项D×T对其进行刻画，即本文关注的是在处理期内首次进入开发区的企业，在处理期前后的创新与控制组企业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的结果变量是t期的企业创新水平。因此，基本假设模型为：
Yit=(0+(1Dit+(2Tit+(3DitTit+(Xit+(t+(k+(j+(it                                 （1）

式（1）中：i表示样本企业；t表示年份；Yit表示企业创新绩效；Xit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θt(3为残差项。我们关注的是为行业固定效应；εit是年份的固定效应，剔除了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的影响；(k是地区固定效应；σj，处理期内处理组企业创新的变化。
DID的使用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假设：共同趋势（common trends）假设和外生政策冲击假设[39]，也即在“处理效应”发生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相同，并且“处理效应”是外生随机的。然而现实中，企业进入开发区并非外生随机的，而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一方面，地方政府会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重点引进和扶持某种类型的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企业也会根据不同开发区的条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作出是否进入开发区的最优决策[40]。因此，在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之前保证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可比较，是本文中因果关系识别的关键。
学者们通常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来解决选择性偏误的问题。PSM通过选择与处理组在某些关键特征上相似的控制组进行比较，获得对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再抽样。与PSM类似，Hainmueller[41]提出了另一种基于加权思想的方法——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对可能导致偏误的特征变量设定一系列矩条件（moment conditions），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数据进行平衡、获得相应的权重，之后再利用该权重进行加权后的回归分析。尽管同为数据平衡的方法，但熵平衡与PSM相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首先，熵平衡对数据平衡的维度更高、范围更广、也更为直接；其次，熵平衡不造成样本的损失；第三，熵平衡的适用性强，通过熵平衡得出的权重几乎可适用于后续任何对处理效应的估计和分析；第四，熵平衡的算法更优化，在处理大规模数据库时具有效率优势，与其他匹配方法相比，熵平衡对政策效应估计的系数偏误和标准误更小[41]。
3.3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innovation2），已有研究通常采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和新产品等对企业创新进行测量。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不适合作为本文中对企业创新的测量：前者无法涵盖企业和政府在创新方面作出的全部努力[42]，并且企业减少研发投入也未必对其创新绩效产生消极影响[43]；创新的本质是成功实现商业化的发明，而企业的许多专利一方面可能从未引发创新[42]，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出于战略考量而对重要发明创新不申请专利[44]。真正的创新需要价值实现，新产品体现了企业创新的市场价值。借鉴董晓芳[45]等的研究，本文选择新产品产值取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还设置了企业是否创新（innovation1）的虚拟变量，确保熵平衡的准确性。
（2）调节变量。
1）政府效率（goveff）。借鉴Tang等[46]的研究，本文采用涵盖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和居民经济福利等维度的我国省级政府的效率指标作为政府效率的代理变量。
2）市场化进程（MI）。本文利用樊纲等[47]提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变量。企业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年龄，由观测年度与企业成立时间的差值取对数表示（lage）；企业规模（scale），由企业职工总人数取对数表示；出口（export），由企业是否有出口活动的虚拟变量表示；盈利能力（roa），由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衡量；资产负债率（lev），由企业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重进行测量；资本密集度（ci），由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值进行衡量；冗余资源（sr），由净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进行衡量；所有制类型，分别设置了国有企业（soe）、民营企业（poe）和外资企业（foe）的虚拟变量，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注册类型进行设置。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行业市场竞争度（hhi），选择三位数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量。
4   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novation1
	1 918 662
	0.0 843 
	0.2 779 
	0
	1

	innovation2
	1 899 740
	0.6 529 
	2.3 391 
	0
	11.5 623 

	D
	2 158 262
	0.1 311 
	0.3 375 
	0
	1

	scale
	1 572 121
	4.7 360 
	1.0 214 
	2.5 649 
	7.8 108 

	lage
	2 140 317
	2.0 040 
	0.8 670 
	0
	3.9 512 

	export
	1 918 662
	0.2 512 
	0.4 337 
	0
	1

	roa
	2 115 078
	0.0 601 
	0.1 248 
	-0.2 252 
	0.8 054 

	lev
	2 114 972
	0.5 874 
	0.2 758 
	0.0 102 
	1.5 246 

	ci
	2114 957
	0.3 662 
	0.2 149 
	0.0 069 
	0.9 105 

	sr
	2 115 340
	0.0 137 
	0.0 980 
	-0.8 492 
	0.2 740 

	soe
	2 158 262
	0.1 026 
	0.3 034 
	0
	1

	poe
	2 158 262
	0.4 021 
	0.4 903 
	0
	1

	foe
	2 158 262
	0.0 934 
	0.2 910 
	0
	1

	hhi
	2 158 275
	0.0 092
	0.0 131
	0.00 076
	0.9 248


图1展示了利用熵平衡计算出的权重对控制组进行加权之后，因变量企业创新的平均变化趋势。其中，灰色较细的实线表示了未加权的非开发区企业的平均变化趋势，可以作为熵平衡的比较基准；熵平衡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企业的平均创新绩效在1998—2002年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从两条虚线的重叠程度可以看出数据平衡的结果比较理想。当企业在2003年进入开发区后，处理组（黑色虚线）和加权后的控制组（灰色虚线）在因变量取值上的差异开始出现，开发区政策的“处理效应”开始显现。
纵坐标轴标目确定为“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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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企业创新绩效的熵平衡结果1）
4.1 开发区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结果
我们控制了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并加入了控制变量（如表2）。模型1至模型5的结果表明，在依次加入权重、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D×T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假设1得证，即总体而言，开发区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区内的企业创新。

表2  1998—2009年样本企业创新受开发区政策影响的不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innovation2
	innovation2
	innovation2
	innovation2
	innovation2

	D×T
	0.426***
	0.128***
	0.265***
	0.091 7***
	0.075 5**

	
	(0.034 1)
	(0.036 7)
	(0.033 6)
	(0.019 0)
	(0.035 6)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

	权重
	w
	w
	w
	否
	w

	Constant
	0.841***
	0.085 4
	-1.361***
	-0.473
	-2.488***

	
	(0.00 795)
	(0.405)
	(0.155)
	(0.294)
	(0.886)

	观测值
	431 122
	431 122
	290 568
	1 233 405
	290 568

	R2
	0.006
	0.016
	0.023
	0.036
	0.032


  注：1）括号内数值是聚类标准误；2）*、**、***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3展示了对地方政府及所在地区异质性的影响。模型6中交互项D×T与政府效率goveff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开发区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有赖于一个有效率的地方政府，假设2得证，即地方政府效率越高，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越大。
模型7中交互项D×T与市场化程度MI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也越大，假设3得证。
进一步的，我们还探究了市场力量和政府效率共同作用对开发区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模型8中开发区政策处理变量D×T与市场化程度MI和政府效率goveff这3个变量之间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政府效率提高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够使开发区政策的有效性得以提升。
开发区政策是基于特定区域实施的，因此区位条件同样可能对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影响。模型9、模型10分别检验了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仅东部地区的开发区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

表3  地方政府及所在地区异质性对样本企业创新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6
innovation2
	模型7
innovation2
	模型8

innovation2
	模型9
东部
	模型10

中西部

	D×T
	-0.014 1
	-0.804***
	-0.600***
	0.135***
	-0.057 9

	
	(0.041 8)
	(0.168)
	(0.180)
	(0.040 2)
	(0.079 0)

	D×T×goveff
	0.552***
	
	-4.038***
	
	

	
	(0.151)
	
	(0.658)
	
	

	goveff
	0.285***
	
	1.098***
	
	

	
	(0.109)
	
	(0.415)
	
	

	D×T×MI
	
	0.103***
	0.076 0***
	
	

	
	
	(0.020 4)
	(0.023 6)
	
	

	MI
	
	0.199***
	0.333***
	
	

	
	
	(0.018 0)
	(0.036 6)
	
	

	D×T×
MI×goveff
	
	
	0.452***
	
	

	
	
	
	(0.078 2)
	
	

	MI×goveff
	
	
	-0.077 6*
	
	

	
	
	
	(0.045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权重
	w
	w
	w
	w
	w

	Constant
	0.103***
	-1.249***
	-5.765***
	-1.693***
	-1.752*

	
	(0.020 4)
	(0.393 0)
	(1.108 0)
	(0.374 0)
	(0.920 0)

	观测值
	290 544
	254 780
	238 909
	190 532
	100 036

	R2
	0.036
	0.035
	0.036
	0.030
	0.055


进一步的，我们通过分组检验的方式探究了开发区政策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企业创新的影响（如表4）。模型11至模型15的结果表明，开发区政策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对国企、外资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十分有限。

表4  样本企业与行业异质性受开发区政策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1
国企
	模型12
民企
	模型13
外企
	模型14
高技术
	模型15
中低技术

	D×T
	0.026 1
	0.227***
	0.053 5
	-0.152
	0.087 4**

	
	(0.172 0)
	(0.082 1)
	(0.063 7)
	(0.149 0)
	(0.035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权重
	w
	w
	w
	w
	w

	Constant
	-1.995
	-2.951**
	-1.308
	2.755
	-2.680***

	
	(1.376)
	(1.251)
	(0.935)
	(1.712)
	(0.905)

	观测值
	40 458
	67 088
	19 498
	17 239
	273 329

	R2
	0.070
	0.058
	0.018
	0.037
	0.033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总体而言，开发区政策的确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其次，从地方政府异质性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效率越高、能力越强，就越能够更好地利用开发区政策促进区内企业创新，并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第三，从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的角度看，开发区政策主要促进了民营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而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开发区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这一结论肯定了我国开发区政策的实施与发展，地方政府应当更加科学合理地把握开发区政策的有效实施，不断优化开发区内的企业创新环境，以创新驱动发展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开发区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内企业创新，体现了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完善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开发区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一系列规范的制度性建设措施，进一步推进本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同时，政府效率与能力的提升也是决定开发区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这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提升政府能力和运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这一结论同样也对林毅夫与张维迎对于产业政策“政府还是市场”之争作出了回应，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离不开“有效政府”，还需要依托于“有效市场”。
第三，有选择性地进行政策扶持。作为地方政府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开发区管委会在优惠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对于外资企业，应当注意识别和区分财务性投资者与战略性投资者，重点培育本地化外资企业的创新能力，使其能够促进区内产业集聚效应形成，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建设，促进国有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以更好地发挥高技术国有企业在创新中的带头作用；并且在优惠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适当向创新资源相对匮乏的民营企业倾斜，同时完善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等问题造成政府资源浪费。
注释：

1）熵平衡（权重w）所使用的变量包括：innovation1_2002+innovation2_2002+lev_2002+export_2002+innovation1_(1998-2001)+innovation2_(1998-2001)+lage_2002+roa_2002+ci_2002+sr_2002+foe_2002+scale_2002+soe_2002+poe_2002+i.i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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